
朱熹与吕祖谦都是南宋最有声望和成就的学者。朱熹
集理学之大成，影响此后元明数百年的学术思想。吕祖谦家
学深厚，尤重史学，所开创之“婺学”，亦为南宋最重要的学
派之一。朱、吕二人在学术上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但是他们的
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却存在不少分歧。这在历史观方面表
现得尤为明显，本文即对此试作一比较。

对经、史关系的态度
朱熹在综合前人学说的基础上，将理学（道学）发展成

为一个包括宇宙论、本体论、认识论、工夫修养论在内的严
密的哲学体系，以《四书》学为文本载体，将儒学凸显于经学
之上进而彰显儒学之价值。同时，他也对史学十分看重，称
“史亦不可不看”，并且为弟子详细介绍了读史之法，“先读
《史记》及《左氏》，却看《西汉》《东汉》及《三国志》。次看《通
鉴》。”[1](卷 11)此外，朱熹还与门人赵师渊合著《资治通鉴纲
目》，自己编订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。在《朱子语类》中，有关历
史方面的议论和答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，此外，在文集和书

信中与史学相关者亦为数不少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对于朱熹而言，经学与《四书》学是优先

于并统摄史学的。在朱熹看来，进入史学领域是以价值观的
确立为前提的，而确立价值观则通过研习《五经》和《四书》。
他说“凡读书，先读《语》《孟》，然后观史，则如明鉴在此，而
妍丑不可逃。若未读彻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便去看史，胸
中无一个权衡，多为所惑。”同上读史以明“义理”为前提，亦
以明“义理”为旨归，所以又说“读史当观大伦理、大机会、大
治乱得失”，“凡观书史，只有个是与不是。观其是，求其不
是；观其不是，求其是，然后便见得义理。”对此钱穆先生论
道，“朱子之学，重在内外合一，本末兼益，粗精俱举，体用皆

备。就某一意义言，则史学属于外末，只及人事粗处用处。若
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，而仅注意于史学，此为朱子

所不许。”[2](P214)

对于明“义理”与读史，朱熹曾将之比作陂塘与溉田的
关系。“若是读书未多，义理未有融会处，而汲汲焉以看史为
先务，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。”
相反，“读书既多，义理已融会，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，而不
看史书，考治乱，理会制度典章，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，而不

决以溉田。”在朱熹看来，明“义理”与读史之间既是本末关
系，也是体用关系。义理未明而读史，是舍本逐末；义理已明
而不读史，则无所发用，“不见古今成败，便是荆公之学”。
正是由于持这样的观点，所以朱熹对吕祖谦的治史方

法颇有微辞。若非“以经为本，而后读史”，则义理未明，是非
不分；是非不分，则入浮浅之流。吕祖谦劝后学读史，朱熹并
不赞同，认为是贸然之举。他特别强调经史之次第，“某寻常
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，亦不敢劝学者看经。只语孟亦不敢便
教他看，且令看大学。”[1](卷 122)朱熹批评吕祖谦“于史分外子
细，于经却不甚理会”，[1](卷 122)以至于发“史什么学，只是看得
浅”之论。
东莱家学传统深厚，“祖谦之学本之家庭，有中原文献
之传”，[3](卷 434)其家族成员中入《宋元学案》者多达 17人。全
祖望称吕氏家学“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，盖自正献以来所
传如此”，[4](卷 36)其学不名一师，不专一说，经、史、文并重，这
在吕祖谦身上表现的也十分明显。从他的著述来看，史学著
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，如《春秋集解》、《左氏博议》、《左氏
类编》、《左氏传说》、《两汉精华》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、《大事
记》等，还对范祖禹《唐鉴》进行了音注。朱熹曾批评“于经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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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甚理会”恐有失偏颇，从东莱著述来看，史学著作固然占
了很大比重，但经学方面为数却也不少，对儒家六经均有专

门著述。只是在吕祖谦那里，经与史的关系并不像在朱熹那
里那样表现出本末体用的关系。吕祖谦曾说“观史先自《书》
始”，可见作为六经中的《尚书》同时也被视作是史学典籍，
他关于经学方面的著作也带有较为明显的史学印记。朱熹
强调“义理”对于史学的统领，而吕祖谦看重史学对圣人之
道的作用，“文武周公之泽既竭，仲尼之圣未生，是数百年
间，中国所以不沦於夷狄者，皆史官扶持之力也。”[5](卷 9)不
过，吕祖谦在重视史学的同时，对于“义理”并没有忽视。他
也曾论道，“义理之上，不可增减分毫。大抵常人之言，有与
圣人之言相近者，最不可不察。”[6](卷 8)由此可见，同样是作为
南宋时期最重要的理学家，吕祖谦对于六经及圣人之道不

可能不重视，只不过在对史学的定位上与朱熹有所不同。
在三代汉唐、王霸之辩问题上的立场

对三代治世的怀念和推崇，是儒家历史观和政治文化

中十分重要的内容。宋代国势不及汉唐，但是宋儒却在文化
上具有远超汉唐，上承三代的自信。在唐宋之际儒学复兴的
大背景下，实现三代之治于当下，致君于尧舜之上成为宋代

士大夫的一种普遍观念和追求。仁宗之时，“三代”思潮在士
大夫中广泛盛行，如余英时先生所论，“‘回向三代’的意识
大盛于仁宗之世……士大夫提倡‘三代’也集中在这一时
期。”[7](P190)“致君尧舜”是士大夫中普遍具有的政治抱负，“皇
王帝霸”也是讨论很多的话题。“皇王帝霸”是与“三代之治”
有着直接关联的，带有对政治的道德评判色彩。具体说来，
这一评价标准由高到低的应当是“皇—帝—王—霸”的顺
序，不过对于宋儒而言，由于“三皇”之世遥邈难知，所以一
般用“二帝三王”来描述那个“治出于一”的“王道”社会，从
而与后世区别开来。由孟子首开的“王霸之辩”，在宋儒那里
成为了对既往历史之政治优劣的一套基本评价准则。
孟子的“王霸”论涉及仁心、仁政与义利等范畴，而朱熹

的“王霸”观则又包涵了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、“工夫”等多重含义
在里面。在朱熹看来，“三代”与后“三代”是截然划分的两段
历史。夏、商、周是“王道”社会，统治者“致诚心以顺天理，而
天下自服，王者之道也。”[8](卷 1)汉唐统治者如汉高祖、唐太宗
等人虽有功业，但“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，不是自圣贤
门户来，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”，[1](卷 25)“无人知明德
新民之事”。[1](卷 13)前者行“王道”，后者尊“霸道”，然“王伯之
不侔，犹碔砆之于美玉”，[1](卷 134)二者区分的最根本的标准就
在于是否遵循了“天理”，如朱熹给陈亮的信中所说，“‘天
理’、‘人欲’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，但反之于吾心
义利邪正之间。……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，
果出于义耶，出于利耶？出于邪耶，出于正耶？”。[9](卷 36)《答
陈同甫书》此外，三代是行“王道”的社会，也是“道统”与“治
统”合一的社会，“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其见于经，则‘允执厥
中’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；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
允执厥中’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”[10](中庸章句序)朱熹继承了韩愈
和北宋道学家关于“道统”承传的思想，认为三代圣君贤臣
之后，传道者唯有孔、曾、思、孟，孟子以后道统中断，直到宋
代道学兴起，才又被道学家重新发现并弘扬。宋儒认为本朝

可与“三代同风”，其缘由也正在此。相比之下，三代至宋这
一段历史是有“治统”而无“道统”的时期，“千五百年之间，
正坐如此，所以只是架漏牵补，过了时日。其间虽或不无小
康，而尧、舜、三王、周公、孔子所传之道，未尝一日得行于天
地之间也。”[9](卷 36)(答陈同甫书)在朱熹的历史评价体系中，三代圣
王是属于“天理”层，而汉唐君主则属于“人欲”层，二者之间
有本质的区别。朱熹曾说到，“夫人只是这个人，道只是这个
道，岂有三代、汉唐之别？但以儒者之学不传，而尧舜禹汤文武
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，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

之时，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。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
代，汉祖、唐宗自汉祖唐宗，终不能合而为一也。”[9](卷 36)(答陈同甫书)由
此可见，在朱熹的历史观念中，三代汉唐论与“王霸”论之间存
在着直接的关联，都是以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作为根本的标准。
“天理”是朱熹理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，也用作对历史
的评判标准。这一范畴也为吕祖谦所使用，指称天道本体及
其内化于人的人道本质，与“人欲”相对立。如其在评论《诗
经》中《汉广》一篇时云，“《汉广》，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
矣，二章、三章复思“秣其马”，“秣其驹”，盖义理未胜，故虽
明知其不可求，而欲念数起也。窒欲之道当宽而不迫，……
心一复则欲一衰，至於再，至於三，则人欲都忘而纯乎天理

矣。呜呼，《汉广》一诗，其窒欲之大用欤！”[6](卷 3)不过，吕祖谦
对历史的评价却并不以“天理”作为根本标准。和其他儒生
一样，吕祖谦也推崇“三代”，但他认为“三代”之所以优于后
世，主要在于其制度之设立，这与其长于史学有密切关系。
在《历代制度详说》一书中，举凡科举、学校、赋役、田制、兵
制、宗室等制度，吕祖谦均以“三代”与后世比较优劣，如论
赋役之法，称“三代之时，所谓田皆在官之田；所谓民年三十
受田，六十归田；所谓人户始生，闾史书之。是时赋役之法，
无缘进退得。自井田变而为阡陌，占田无限，户之高下，田之
多少，得以为奸”，[11](卷 3)又如在论及兵制时吕祖谦认为三代
兵制出于理之当然，所以“尽天下之民皆可以为兵”，制度自
然最为优越。秦汉以后圣人不出，征战不已，变而为府兵制，
兵民分离，安史乱后府兵制坏，生民被为兵之苦。对于宋朝
制度，吕祖谦称赞有些甚至优于三代，如宗室制度，但有些

则是尖锐批评，认为宋代兵制“自古未有养兵数十年而不用
者”，“历代兵制之失，未有过此者。”[11](卷 11)

总体上看，吕祖谦推崇“三代”乃因其制度及制度背后
的“圣人之意”，后世包括汉唐之劣于三代也正在于制度之
缺失，“自古以来，虽经太康之乱，三代之季只是一变。其罪
皆由商君，虽汉文帝、唐太宗出来扶持天下，然此骨子终不
换得。井田最先坏，其次封建，其他亦未尽坏。府兵尚存古
制，及张说方坏尽。两税坏於杨炎。”[12](外集)卷 5《庚子所记》在评论
汉文帝时，认为“文帝海内富庶，兴於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
刑措。皆缘宽仁恭俭来，只是制度教化不足，终不足到三代
治效。”[13](卷 3)也主要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比较。对于三代治
世，吕祖谦虽推崇，但却不认为应过高抬升其地位，也不认

为遥不可及，后世君主也可以实现三代之治，正所谓“殊不
知三代虽远，其理常存，苟能尽其理，则夫何远之有哉？”[12]

《吕氏佚文》之《韩延寿》
朱熹以理、欲区分王霸，认为二者性质截然不同，陈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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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为“本领闳阔，工夫至到，便做得三代; 有本领无工夫，
只做得汉唐”，[14](卷 28)《又乙巳秋书》确立了“本领”加“工夫”的双重
标准，以事功为汉唐君主辩护，将王、霸转化为程度差异而
非性质不同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吕祖谦的观点与朱熹接近，但
角度不同。对于王霸之辨问题，吕祖谦曾有过专门论述，“王
者之所忧，霸者之所喜也。王者忧名，霸者喜名。……王者恐
天下之有乱，霸者恐天下之无乱。乱不极，则功不大；功不
大，则名不高。将隆其名，必张其功；将张其功，必养其
乱。”[5](卷 9)《城楚邱》吕祖谦认为，王者与霸者最根本的区别在
于二者的动机，王者所期望的是天下太平、干戈不兴；而霸
者所希望的是个人功名，所以唯恐天下之不乱。这其中也
隐含着对“私”的批评，只不过没有像朱熹那样上升到理、
欲层面。正是由于对动机性的强调，所以吕祖谦认为统治
者应当有所“期”，正所谓“王期于王，霸期于霸，强期于
强”。[5](卷 11)《会于葵邱寻盟》吕祖谦对霸者持批判态度，但是不赞
同以“尚功利”来批判霸者，他借春秋五霸之齐桓公“诸子
相屠，身死不殡”之事，说明“王道之外无坦涂，举皆荆棘—，
仁义之外无功利，举皆祸殃。彼诋伯以功利者，何其借誉之
深也”。[5](卷 9)《宋襄伐齐立孝公》

对历史人物与史家的评价

在朱熹和吕祖谦的史论文章中，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

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其中既有关于汉唐君臣的，也有针对

史学家的，从这些史论中也可以了解二人史观之异同。
在朱熹那里，对汉唐君主的评价与对汉唐历史地位的

评价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，对后者的判定直接取决于前者。
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，朱熹同样是采用了“道德”作为标
准，他将三代至汉唐的人物分为四个等级，分别为圣人、学
圣而不至者、英雄和霸主，前两类属于“天理”层面，后两类
则落入“人欲”层面，并且分别喻之为金中之金、金中之铁、
铁中之金和“只是铁”。作为评价标准的道德，既包括“用
心”，也包括“工夫”，即动机之纯正与心性之修养两方面。圣
人是用心正、工夫极至、纯乎天理者，如尧舜三代圣王及孔
子等；学圣而不至者，是用心正但工夫未达于极至者，如颜、
曾、思、孟。“汉祖、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，铁中之金也。曹
操、刘裕之徒，则铁而已矣。”[9](卷 36)《答陈同甫》前者为英雄，虽无
工夫又用心不正，但偶有合于天理者；至于后者，则纯是人

欲，称之为霸主。
朱熹还对汉高祖和唐太宗进行了比较，称“汉高祖私意
分数少。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”。[1](卷 135)《历代·二》除了
对圣王、君主的议论外，朱熹对其他众多历史人物也都有所
议论。对于管仲，朱熹以批评其“功利”，认为“管仲非不尊周
攘夷，如何不是王道？只是功利驳杂其心耳”[1](卷 33)相比之
下，“子路全义理，管仲全功利”[1](卷 93)，“管仲全是功利心，不
好。子产较近道理。”[1](卷 134)对于诸葛亮，一方面认为“孔明学
不甚正，但资质好，有正大气象”，[1](卷 96)同时又批评“诸葛亮
固正，只是太粗”。[1](卷 137)

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在朱熹的评价体系中，也表现出

“道统”高于“治统”的倾向。《朱子语类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
“或问：‘颜子比汤如何？’曰：‘颜子只据见在事业，未必及
汤。使其成就，则汤又不得比颜子。’”[1](卷 93)“事业”与“成就”

之别，当为历史功业与“工夫”修养之别。三代君主况且如
此，后世便可想而知，由此可见在朱熹心目中，继承“治统”
的君王，地位是逊于继承“道统”的圣贤的。
相比之下，吕祖谦对于历史人物没有一套明确的道德

评价体系，他重视“学”的重要性，但也根据人物的功绩和治
效来进行评价，在价值判断的同时也看重对事实的判断。对
于汉高祖，吕祖谦一方面认为“汉承秦灭学，高祖不学，复三
代难”[13](卷 1)，另一方面对高祖资质和作为也给予了相当的
肯定，对其资质，称“一曰帝尧之苗裔。二曰体貌多奇异。三
日神武有徵应。四曰宽明而仁恕。五曰知人善任使。”对于
其作为，一方面称赞其除暴秦平定天下的功绩，也指出“天
下既定，本是饥渴易为饮食之时，只因伪游一事，叛者九起。
高祖终身干戈，不克治定，只是《纪》末班固所说规模。”吕祖
谦批评汉高祖“不学”，“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都无”，也批
评其“所谓义者，皆假之”，但也称其“宽仁天资”，“所以近
王”。可见，吕祖谦遵循了理学家的基本价值倾向，却未发展
为道德至上论，重视人物之德，却也多有持中之论，没有表

现出将“理”、“欲”截然二分的态度。吕祖谦对人物多从“事”
上下评论，这与朱熹通过“事”而洞察“心”的做法有很大的
不同。
对于其他人物，吕祖谦更是因事而论，虽有时究其动

机，但更重效果。如评价西汉丞相魏相时，称“魏相，去副封，
虽有私心，实利于国”，丙吉“虽以旧恩，自知宰相休，能以宽
大济宣帝严，不伐旧恩，皆好。”王吉“辅昌邑以道。上书不阿
宣帝时好。谓公卿务在簿书狱讼，未有建万世长策，举明主
於三代之隆，切中时病。”陈万年“佞人。以佞得丙吉荐，亦以
佞见容宣帝。”[13](卷 8)《列传》等等。或褒扬或贬抑，均未仅凭心术
之正邪、工夫之精粗论之。
对于前代及当代史家，朱熹多有评论，往往从史家自身

修养工夫出发进行批评。对于司马迁，朱熹既批评其学不
精，称“司马迁才高，识亦高，但粗率。”[1](卷 134)也批评其尚功
利，认为“迁之学，也说仁义，也说诈力，也用权谋，也用功
利，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。”[1](卷 122)班固“九品之中，方
是中下品人”，[1](卷 132)对于司马光，认为“温公不取孟子，取扬
子，至谓王伯无异道。”[1](卷 134)对于范祖禹和欧阳修，也批评
其“本领”修养不足，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评价时有偏颇，“范
唐鉴首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，然亦未尽。太宗后来做处尽
好，只为本领不是，与三代便别”，“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
理会本领处”。[1](卷 134)

吕祖谦对前代史家的专门评论并不多见，总体上看，吕

祖谦是从对于史学的贡献方面对史家进行评论，这以朱熹

不同。最明显者是对司马迁的议论。吕祖谦宗尚司马迁，他
认为司马迁虽“史多与经不合”，但也赞誉其“后世良史之
冠”，“变编年为纪传，后世不可改”。[13](卷 6)《司马迁》吕祖谦作有
《司马迁论》一文，认为司马迁为人诟病的先黄老后六经、传
游侠进奸雄、传货殖而崇势利等等，都属“矫枉过正”之言，其
本意并非如此，正所谓“君子之言，诚不可苟也”。[12]《吕氏佚文》这
与朱熹的态度明显不同。
朱熹对吕祖谦史学批评较多，最主要的是认为吕祖谦

及其所代表的浙中学术崇尚功利。朱熹不（下转第 11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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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 107页）满吕氏史学宗司马迁，在他看来，史学的价
值也只是在于明圣人之道，“圣贤以六经垂训，炳若丹青，无
非仁义道德之说。今求义理不于六经，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
长，亦惑之甚矣！”[1](卷 122)朱熹进而将批评扩大到了浙中学
术，称“浙间只是权谲功利之渊薮”，[1](卷 94)“比见浙间朋友，
或自谓能通左传，或自谓能通史记；将孔子置在一壁，却将

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，谓这个是盛衰之由，这个

是成败之端。……这个直是自欺！”[1](卷 114)以至于朱熹对于
“浙间一种史学”评论说，“史什么学，只是见得浅。”[1](卷 122)

从朱熹的批评中，也可以看到吕祖谦与婺学在历史观上与

朱熹的不同倾向。
结语

以上是从三个方面对朱熹和吕祖谦的历史观进行了一

些比较，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，二人的历史观念中有趋近

之处，也有不少明显差异。从更深层次上讲，朱、吕历史观的
差异，可归之于二人学术路径和历史哲学之不同。如上所
述，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，其最主要的成就在于构建以

“天理”为核心范畴的庞大精深的思辨体系，朱熹学术从根
本上讲是以价值为旨归，故而史学的地位难免沦于经学附

庸，历史就是“天理”的流行发用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论
证和体察“天理”。吕祖谦虽同为南宋理学家，但其特殊的学
术背景使得史学在他那里获得了不同于朱熹的地位，或者

可以说在吕祖谦那里史学自身便具备了价值。所以我们看
到，吕祖谦眼中的历史、人物和史家，并没有完全被笼罩在
理欲、正邪、精粗这些范畴当中，而是凸显出了其现实的意
义。朱熹纳历史于天理之内，吕祖谦融天理于历史当中。正
如董平先生所论，吕祖谦“既积极淡化了关于天理心性之纯
粹理论的追寻，又主张将这种追寻推进于社会历史的自身

演进过程，……通过其历史哲学的建构既争取了历史学的

合法性，又为浙东学派诸家之倾心于历史研究而倡言事功

之说论证了其历史的合理性。”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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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。”在研究历史上因果关系的时候，何炳松强调不应该
“单纯研究人类活活动的一部分”，这样的话“追溯原因就不
容易”，因为人类的“各种活动互相为因，互相为果，他们有
互相间的因果关系。我们要确定何者为因何者为果，非将社
会全部的情形研究清楚不可”[1](P309)。我们看一下何氏关于东
三省国际关系的精彩论述，他认为：由于教育的不普及，实

业的不发达和最近三四十年来的政治恶化，导致了中国的

国力衰弱，这也就是甲午战败以后，清政府被迫放弃朝鲜，

日本得以进窥三省，同时又不得不同俄国签定《中俄密约》
出卖“中东铁路”修建权以抗日的原因，而正是清政府的腐
败无能、因循守旧以及民国时期的军阀纷争、内乱不息才导
致最近三四十年来的政治恶化。[1](P619)在这段文字里，他阐述
的是一条因果链，通过两个“多因一果”和一个“一果多因”，
复杂的国际关系看来简单明了，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。
在何氏看来，探求阐明因果关系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任

务。他说：“史家所求者，因果关系而已。只叙明诸事之前后
相生，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，即为已足。”[6](P59)所以他
强调在编比前应“定各部分之因果关系”，编比时要能“审其
因果关系而排比之”，在运用烘托材料时不能“妨因果关系
之叙述”。他还说：“故史家之事业在于追溯源流。”他在这里
说的“源”，其实就是先发生之事，即“因”，说的“流”，即后发
生之事，即“果”。他看到了“因”和“果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

互转化，“源也流也，流也源也。源即流也，流即源也”[1](P744)。
总之，尽管何氏否定社会历史之因果律，但未曾否定自

然界之因果律；尽管否定史家探求因果律，但未曾否定史家

探求因果关系，故其论虽有偏颇处，但亦不无合理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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